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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革命推进下经济要素
地位变化及分配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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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其具体作用机制表现为生产力的重大进步通过改变生产过程各要素参

与度来调整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在分配方式中的关系。特别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

进步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无产者和资本家，逐步将剥削关系深化，并最终使剥削者被

剥夺。同样，生产力的进步必然改变生产过程参与要素的地位，其中，既有土地、资源等空间附着要素，

也有当前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信息要素，甚至包括技术要素本身。生产力进步通过改变上述生产过程参

与要素，进而改变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改变生产要素所有者在产品分配中的地位与相互关

系。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机制是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介由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生

产力的进步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需求不断提升的刺激下出现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需求结

构升级预期推动技术进步后，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整改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改善

推动需求结构升级预期，形成循环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机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通过劳动力市场直接

推动劳动剥削关系的深化。由于劳动力的供给预期形成较早，使得劳动力需求在产业技术进步下的功

用预期和价格预期都与劳动力供给预期产生差距，推动资本对劳动力剥削关系的不断深化。上述生产

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机制在当前新产业革命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新产业革命与以往的历次产业革

命不同，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更高而总量下降、地位降低；同时，劳动力要素在就业

总量和就业结构上都出现了窄化现象。这使得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不能再像以往产业革命那样

可以主要借助市场的力量自下而上地自发解决，而必须更多地通过制度来自上而下地自觉调整。中国

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应及早作出相关制度安排。

关键词：新产业革命；分配制度；生产关系；预期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3-0020-12

Doi：10. 11835/j. issn. 1008-5831. jg. 2025. 03. 005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赵儒煜 . 新产业革命推进下经济要素地位变化及分配制度变革［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3）：20-31.  Doi：10. 11835/j. issn. 1008-5831. jg. 2025. 03. 005.
Citation Format：ZHAO Ruyu. Changes in the status of 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reform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5（3）：20-31. Doi：10. 11835/j. issn. 1008-
5831. jg. 2025. 03. 005.

作者简介：赵儒煜，宁波工程学院区域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院院长，教授，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937158829@qq.com。



赵儒煜　新产业革命推进下经济要素地位变化及分配制度变革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核心法则，在整个人类社会演进历程中发挥着根本

性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每一次进步都改变了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力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

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而要求生产过程的管理与产品的分配方式与之相适应。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

命之后，科技的巨大进步一次次改变了土地、资本、技术、矿产、原料、机械、劳动力在生产过程及其

在分配方式中的作用与地位，而新生产力催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往往较好地满足了生产力发展的

需要，从而使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稳定下来，制度化为上层建筑。当前，新产业革命已完成电动汽车、

大健康、智能制造、智能社会等领域的源技术创新而在向纵深推进，并不断改变着各种经济要素在

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必将要求新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

系和产品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

一、产业革命推进与经济要素地位变迁

生产力推进必然改变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重要性，进而影响其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相互

关系，从而改变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状况，为其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推进社会发展。这一基本机

制，突出地体现为科学技术重大进步影响生产关系的过程。其中，历次产业革命发挥了主要作用。

（一）生产力与劳动剥削关系

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关系确立、深化与消亡的进程中，生产力进步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

为重要的无产者和资本家，且逐步将剥削关系深化，并最终将因生产力进步而使剥削者被剥夺。

第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进步以珍妮机、蒸汽机为源技术［1］，确立了近代工业体系的初

始框架，发挥了最为核心的作用——造就无产者和资本家。由于纺织品的巨大出口需求，要求农地

出让为养羊用地，于是资本先是联合封建领主（15—16世纪），在工业革命后则借助议会（18—19世

纪）发起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将农民驱入城市，变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而无产者的出现，才使

得资本的剥削成为可能，企业主才成为资本家。与此同时，生产机械的应用，使得资本家对物化劳

动力也可以进行隐性剥削。

第二，生产力的进步，推进剥削关系的深化，形成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外攫取高额剩余价值，对

内减轻对劳动者剥削的新框架。由于资本主义剥削本质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深刻揭示［2］，

在全世界无产者的斗争下，发达工业国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待遇有所改善，同时发达

国家借助其先发优势，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继续保持了国际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垄断优势，

以不平等贸易残酷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改善生产条件、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为其本国劳

动者改善待遇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关系出现了进一步的深化模式：资

本家借助技术进步拿到国内外劳动者的相对剩余价值，在国际贸易中拿到超额剩余价值；而劳动者

则受益于技术进步，薪酬有所提升，甚至在20世纪中叶形成了有一定财富盈余、可以介入投资过程、

具有资本家性质的社会中产阶层。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消除劳动者，而剥夺者最终被剥夺。生产力的发展是曲折的，特别是

重大生产力进步更是如此。因此，在生产力进步缓慢的历史阶段，资本对国内劳动者的剥削效率下

降，特别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收入已经形成刚性，迫使资本家将生产过程转移至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区

域，特别是教育、医疗等状况相对较好而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进程起步于20世纪70
年代之后，到 21世纪的今天，由于就业岗位外流，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中产阶级已经显现出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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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消失的趋势。随着以智能技术为源技术之一的新产业革命兴起和深化，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替代

效应空前提升，无人工厂正在工业部门逐步展开，资本家节省了大量人力成本，将剥削过程从物化劳

动、活劳动兼有逐步转向以智能机械为依托的物化劳动剥削为主。但与此同时，无产者的生存条件

迅速恶化，在极端情况下将出现因为无劳存在而无法“按劳分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深刻化，最终

必然导致社会革命爆发，不是无产者通过革命剥夺资本家，就是国家借助权力通过对资本家企业的

收购完成社会主义化，但无论何种方式，最终都将走向剥夺者被剥夺这一必然历史趋势。

（二）生产力与其他生产要素

在市场经济存在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生产力的进步必然改变生产过程参与要素的地位，进

而改变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相互关系。

第一，技术进步改变了土地、资源等空间附着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改变了这些要素

所有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纺织机基本上采取水力动力，使得拥有河道资源

的土地领主对工厂主横加盘剥，而当瓦特动力蒸汽机在资本家悬赏下问世之后，不仅迫使封建领主

降低其地位，甚至极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同时，历次工业革命都存在着对新资源的发

现和利用，都为该资源的拥有者带来地位提升，煤炭、石油、天然气莫不如此；而随着风能、潮汐能、

太阳能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应用，能源空间正在改变其格局，并出现能源生产泛空间化现象。同时，

由于交通技术的逐步提高，资本选择生产空间的先决条件逐步摆脱资源、市场距离的束缚，二战后

出现了依托于航海技术进步的港口工业，当前则因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空前提升而关注空间品质优

越的空间［3］。特别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巨大飞跃，出现了与地理空间无关的虚拟空间，并成为产业

和信息的集聚地［4］。

第二，生产力借助技术进步改变了其自身的地位，与技术直接相关的机械设备、生产管理者、金

融业者、技术创新者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存在长期上升态势。技术要素本是生产力中最为积极

的要素，但其自身地位在工业化之初并不高，科技要素以机械设备的方式介入生产过程，成为资本

家的附庸，作用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份额。技术进步也带来了大机器时代对投资强度提升的要

求，使得金融业者也投身于剩余价值的瓜分队伍之中，作为资本的幕后总代表，甚至有凌驾于生产

过程之上的态势。而由于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程度逐步提高，使得大机器市场必须依靠一定的

专业知识，使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地位上升，在大机器时代成为仅次于资本家的利益获取者。这种技

术创新过程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而附庸于资本的现象，随着新产业革命的到来而有了巨大改变。

在当前的新产业革命中，创新技术的发明者不再仅靠出售专利使技术商品化来介入生产过程，而是

借技术的垄断性而自主募集资本、自主创业或与资本共同创业，从而逐步走进了生产过程中生产关

系的顶端，成为新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决策者，当然也成为分配关系的决定者。

第三，数字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市场信息的对称性，使得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将信息要

素的占有者（信息平台）、集聚者（如网红等）拉进生产过程，使之成为生产关系中的新贵，信息要素

的拥有者和集聚者（如平台企业）超越了企业层面的生产过程，甚至成为压在企业主头上的新势力。

此外，智能技术变革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应用和深化，把消费者也拉进生产过程，让消费者从理论上

的“供给的决定者”变成了现实中的市场主人。这一态势虽然给消费者带来参与分配的比例并不

高，但却大大削弱了资本随心所欲的生产过程决定者地位。而随着智能机械对传统机械的完全替

代，“无人工厂”下的生产关系模式进一步演化，将推动生产关系从资本主义初期“资本VS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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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垂直模式向当前“信息+技术+资本+消费者VS智能机械+劳动”的多边平面模式的方向发展。

（三）生产力与分配关系

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服务，因此，生产

力在形成、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产品分配关系。

第一，从人类私有制出现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全部进程，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矛盾对立统一的演化过程，使发展过程中人类借助生产力变化改变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改变

其对产品占有的过程。这一过程都是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早期的种植农业技术出

现，是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产业革命，带来了私有制下的奴隶制、封建制等生产关系演进。几千年

后的工业革命，再次打破了生产过程中各要素地位的相对均衡，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集团

剥削劳动者集团的基本框架。而生产力的进步，必将进一步带来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

生产智能化技术的推进下，生产活动中劳动力参与者日益减少，“按资分配”甚至“按劳分配”下的效

率公平原则已无法解决消费公平、人权公平的问题，必将推动社会走向以“按需分配”为基本原则的

生产关系。

第二，以维持中产阶级规模为主要目的而在新产业革命上持观望、犹疑态度的思维方式，并不

能确保中产阶级的稳定，相反会迟滞生产力的进步［5］，并延缓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的进程。二战后

到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其一，历次产业革命特别

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使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世界市场的垄断优势，并通过全球化

的方式使其足以获取对发展中国家剥削超额剩余价值的稳定渠道，并形成了发达国家币值高估的

国际货币体系，使其有条件将个别产业优势扩大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劳动力价值优势；其二，二战后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作用增强等无产阶级斗争取得阶段性胜

利，从而使发达国家资本家为缓和社会矛盾，不得不减少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提高其收入；其三，生

产力进步的程度恰好在前三次产业革命中都处于产业体系增容态势，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但还

可以保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需求，足以使因技术进步而排出的劳动力被新增产业吸收，从而使社会

就业保持长期增长态势；其四，发达国家人口总量相对较少，劳动力人口规模也比发展中国家小很

多，这使得上述国际剩余价值剥削、产业技术需要、工人阶级斗争等要素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增长可

以满足拉动较大部分的产业工人财富增长的需要，从而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的中产

阶级增长、形成橄榄型社会的盛况。但是，由于工人收入提高压制了资本家剩余价值率提高，特别

是 20世纪 70年代初期石油危机后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剥削效率下降，迫

使资本以跨国公司方式将生产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于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走向衰落，社

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在当前新产业革命态势下，发达国家追求重建中产社会则时境已迁，发展

中国家培育中产阶级的成就也将受到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跳跃过了可以培育中产阶级的历史

阶段，因此要求生产关系在分配制度上从企业主导转向社会主导，从微观层面的生产关系主导向宏

观层面的生产关系主导转移。

第三，当前的新产业革命在推进各国国内生产关系调整的同时，也在承担着改变国际生产关

系、推进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如前所述，以智能技术为主要源技术的新产业革命将给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都带来生产关系调整的要求。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革命中崛

起，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垂直分工的剥削体系被逐步打破，国际生产关系的调整拉开序幕，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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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同为最终目标的新型国际化模式正在紧张调整中。美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也是其对国际生

产关系变动的一个反应过程，但切断其自身与国际生产体系的关系，则使其将不再可能通过国际生

产关系剥削发展中国家，加之其自身经济“服务化”导致工业部门相对衰退，使得资本剥削路径更加

窄化；与此同时，中国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新型全球治理模式［6］则正在体现出旺盛的生

命力，发展中国家正在朝着挣脱发达国家剥削体制的方向聚力共进。

二、生产力影响生产关系的中介机制

生产力进步改变生产关系的进程，在现实中是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介由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

在此，我们需要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经济增长态势下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机制，就可以清晰

地看到生产力进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方式。

（一）市场运行的深层逻辑

为充分理解经济增长机理和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机制，应重新理解市场运行的一般机制。这是

因为，我们发现，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核心根基的价格机制对经济现实中的大量现象并不能作出解

释，如房地产等生活商品价格上升而需求增加，几乎所有工业品都存在的价格下降而供给扩大，等

等。而究其原因则不难发现，价格机制存在着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一般商品机制和供给不足条件下

的吉芬商品机制两种理论总结，说明其本身还远远没有实现在同一前提下形成一个机制的全面解

释，而只是半成品。为此，我们提出以预期机制替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具体内容

包括如下基本机制。

第一，需求第一性，即强调需求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力量。无需求则无供给，无经济活动，亦无需

供矛盾。对此，马克思多有经典论述，强调了需求是经济活动的起源，是供给的量和质的决定者［7］。

第二，市场机制就是需求对市场活动的作用机理，是通过需求预期影响供给预期以配置资源进

入或退出市场来实现的。在此，需求预期包括对次期消费效用（物理上的功用和心理上的偏好）满足

度和效益获益性（省钱或赚钱）两个方面的预期；供给预期则主要是对次期供给获利性的预期。其运

行机制参见图1。在某种特定商品出现之前，需求方首先存在需求预期（在纵轴左侧），供给方在不完

全市场条件下获取相关信息并产生获利预期后，进入该商品生产领域，带来资源流入并产出一种商

品来满足需求预期，逐步形成社会需求预期扩大、供给预期膨胀的态势；而当需求方对该商品失去兴

趣，社会需求预期则逆转下行，供给方也随之预期下降，导致资源流出甚至完全退出该商品市场。

第三，在不完全市场前提下，供给方不可能恰好满足需求预期，市场必然是失衡的，因此，市场

管理必不可缺。而由于需求是原动力，市场调节的基本原则是供给管理。

上述市场基本原理说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满足需求，而生产关系则是在生产力发展

过程中进一步确定了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或份额。这种能力或份额则成为新需求的支付能

力，在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预期下，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

立统一关系。

（二）预期机制下的经济增长与分配逻辑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为需求结构升级预期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

步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整改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改善推动需求结构升级预期的循环

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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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之源问题，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周期变化的主因［8］；希

克斯［9］、萨缪尔森［10］等认为，外部冲击借助乘数效应（投资）和加速原理（收入和消费）带来总需求有

规律的周期波动。但是，这些不断推进的讨论均不能解释周期循环、拐点形成的机制。经济增长源

于需求方的功能预期（消费结构升级）与供给方科技创新之间的矛盾演进，这一对矛盾的演进导致

了经济周期发生并带来了周期长短以及繁荣、萧条幅度等特征。其中，消费结构升级基于人们对新

产品功用预期的提高，由此带来技术创新和供给对新产品获利的预期，投资由此增加，雇佣随之扩

大，带动经济繁荣。而随着新产品达到一定市场饱和程度，形成社会消费的市场刚性之后，则有新

的商品功用预期出现，得到技术创新回应后将诱发新的经济增长，参见图 2。而如无技术创新回应，

则经济不可避免转向衰退［11］。

第二，在上述机制下，经济增长过程必然是技术创新的过程，必然要求生产力的进步。这种进

步主要体现为新产品的创出，而非传统产品的生产效率提升，参见图 3。由于新商品功用预期往往

是既有技术所不能充分解决的，所以新商品在供给之初总是价格高于预期需求而功用低于需求预

期的。这种差距形成了图 3中的阴影部分，而供给方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规模经

济扩大等逐步缩小这个阴影部分，到T点则基本达到社会需求预期，而后带来消费的社会性扩大和

图1　心理预期决定市场交易行为的双羽模型

资料来源：赵儒煜 . 智人时代［M］. 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44。

图2　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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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扩张，推动经济进入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阴影部分，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使新商品

市场化取得成功，换言之，这个功用的增量部分、价格的下降部分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这个技术

进步同时也带来了雇佣者预期的劳动力功用和价格的量差，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要素。

第三，在需求结构升级的推动下，经济增长过程必然带来生产力进步，而生产力进步则必然改

变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在此，最为直接而普遍的作用是借助劳动力市场来构

建稳定的剥削关系。在市场预期机制下，劳动力市场作为特殊商品，其预期机制发生了不同于一般

商品的变异，参见图 4。其中，劳动力供给在功用预期和价格预期上都参照前期劳动力雇佣需求而

形成，较早介入劳动力培育过程（T1）。而在劳动力进入市场时（T2），如前所述，劳动力需求因消费

结构升级所必然要求的技术进步而必将提升对劳动力的功用预期和价格预期，于是不可避免地出

现劳动力供需之间的差距。为解决现实人力需要，资本选择高学历多技能人才录用，通过一人多用

的方式，节省其他岗位开支，以抵消新人无法满足更高工作功用要求所产生的低效率，同时也不必

支付其应得的高工资，由此，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剥削，甚至还可以通过加班等方式进行绝对剩余

价值剥削。

综上所述，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机制，可以总结为需求结构升级预期推动技术进步—技术

进步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整改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改善推动需求结构升级预期的循

环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机制。在现实中，无论是技术创新飞跃发展的产业革命还是小幅的、分周期

的技术进步，都是通过经济增长过程实现的。而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的进步不仅会改变生产要素

图3　需求功用预期升级与供给的技术创新

图4　劳动力市场预期机制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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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度，更会直接带来劳动力剥削的深化。从总体上看，由于生产力进步、经济增长过程是由需

求结构升级推动的，其结果必然是社会总财富增加、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提高，因此劳动力生产成本

也将随之水涨船高，以求得到足够的分配份额，以支撑劳动力再生产并形成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的

支付能力。因此，从长期看，在经济增长态势下，劳动力收入必然是一起上升的，而当技术进步不能

达到劳动力收入提高这一环节时，上述循环发展、螺旋上升的机制将被中断，或诱发经济危机、引起

社会动荡，则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

三、当前的新产业革命与分配制度调整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生产力的进步过程必然带来生产要素参与度的变化，带来相关生产要

素地位的变化和对劳动力剥削的深化，必然要求分配制度的调整。特别是，在当前正在逐步深化的

新产业革命推动下，新质生产力建设的加速推进，必然强烈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分配关系

的改变。

（一）新产业革命的特殊性

新产业革命具有更大的负面效应，这是新产业革命不同于以往产业革命的特殊之处造成的。

回顾产业革命的历程，历次产业革命虽然都是“破坏性创新”，但一直保持着产业体系增容的态

势，这就使得其破坏性被新增产业带来的投资和就业所缓冲、抵销，并带来长周期的经济增长。第

一次产业革命以珍妮机、蒸汽机为源技术，构建起纺织、交通运输、煤炭、钢铁、机械加工等近代产业

基本框架；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以电力、石油、内燃机为源技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汽车、化工、建

筑、电力等相关产业，基本完成了重化工业体系的构建；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微电子等为源技术，进一

步增加了家用电器、办公机械等新产业；20世纪 90年代的 IT革命，则快速壮大了信息服务业、信息

机械制造业。

但是，此次新产业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产业革命，几乎所有推进新产业革命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

了经济的下行，以往技术创新带来繁荣的认知被打破。这是因为，新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是人类

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群体需求和追求体力脑力劳动解放、更好生活的消费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而既有对以往工业化耗竭资源、破坏环境错误的纠正，也是由于生产过程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过程

的效率提升。为此，新产业革命集中于三个领域：以电动车、新能源、新材料为源技术的“再工业化”

领域；以基因工程、生物技术为源技术的大健康领域；以数字机械、信息网络为源技术的智慧生产领

域和智慧社会领域。由此，新产业革命不再具有以往产业革命增加产业分支、扩大产业体系、吸收

大量劳动力、提高自然资源重要性等效应，而是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创出新产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同

时，出现了降低自然禀赋重要性、排出劳动力、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等负向效应［12］。

（二）新产业革命对市场公平及社会公平的影响

正是由于新产业革命对生产过程带来了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度的调整，使得传统生产关系下的

分配方式并不能实现社会公平，甚至市场公平。

一方面，市场公平受到严重冲击。由于传统制度对垄断约束的主要指标在于市场占有，而新产

业革命下出现的新的垄断现象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其主要表现在于数据要素的垄断性占有和利用，

主要体现在数据平台、网络电商领域。其中，少数超大平台对入驻企业深度压榨，导致企业一般利

润率下降、扩大再生产能力下降等经营困难，是具有宏观效应的冲击力量；少数“网红”借助流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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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势，带货销售，在极短时间内聚敛相当于一般劳动力数十年收入的巨额财富，却没有相关税法

对其收入征收合理的税费，使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这种垄断新形态不仅破坏了竞争环境，而且伤害

了一般市场公平原则。

另一方面，社会公平也受到影响。其一，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乡村的资源配置差距加大。新产

业革命对高端科技资源投入要求极高，因此大城市、超大城市拥有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大专院校

及科研院所，既有产业需求，也有人才储备，更有区域市场对新产品的支持［13］，具备加速推进技术进

步的丰裕条件，地方政府也因此乐于将资金、人才向大城市、超大城市集聚［14］；同时，高端人才、新兴

产业、未来产业也更倾向于向空间品质高、营商环境好的城市集聚，使得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也大幅增加；此外，由于新产业革命对传统产业冲击较大，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就业安置、社会

稳定需求更高，对财政投入要求更迫切。这些因素都将使资源以效率最优的方式投向大城市、超大

城市，但在财政能力有限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小城市、乡村的资金投入。其二，劳动力替代

很难得到及时补偿。新产业革命的冲击使大量批发零售业乃至汽车制造业等曾发挥重要劳动力池

功能的传统产业企业逐步退出产业体系，新的替代技术由于效率的提升而不再需要同等的就业规

模。而与此同时，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增量部分一方面对劳动力要求提升，行业门槛大幅提高，不

能吸纳因传统产业退出而转岗的劳动力再就业；另一方面，这些新增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远远

不敌传统产业。这种现象进一步导致市场消费乏力，因为即便新就业者收入总量超过了被替代劳

动力原来的收入总量，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其消费规模也大打折扣，缺乏社会效应，难以拉动

经济增长，导致市场信心下降、企业增聘犹疑不决、个人消费节衣缩食，进一步带来就业压力增大。

这种新技术模式下少数人攫取原来产业级别的收入而缺乏足够回馈社会机制的状态，不仅是经济

发展的破坏因素，也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

（三）新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

新产业革命使劳动力需求预期长期下降，进而诱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如前所述，新产业革

命的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劳动力排出、城乡差距扩大等多重负面效应，归结到微观个体上

都会形成劳动力就业形势的预期下行。

其一，网络暴利集聚于少数网络从业者以及超大平台企业手中，却没有相关法律使其暴利再分

配至被淘汰的就业人群，最终造成了市场收缩的显性表现。

其二，数字技术的进化与社会应用相互促进，使其成为当前最为核心的产业革命领域，使得当

前绝大多数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未来就业信心受压剧增。在智能生产方面，无人工厂开始涌现，并因

其加工精密度高、节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成为越来越多未来产业柔性生产平台建设的主要方向；

在服务业领域，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代表、家政机器人等新型人力替代服务型智能机械正在蓄势待

发，网络办公、无人公交等社会服务无人化、便利化正深入推广。上述数字技术的巨大进步和迅猛

推广，都预示着一个少量、高端的劳动力时代的到来。

其三，教育不能解决如此巨大的社会问题。大学教育已明显落后于时代，文科教育因教育程度

普遍提高而失去许多文案处理、商务沟通、日常办公等通识性岗位需求；理科教育也严重不符合市

场需求，出现“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的结构性失业状况，少数热门专业则竞争加剧，使得本已拥挤的

高考路径，自幼儿园起就陡然难度增加；而适应大机器、技术工人时代的工业职业学校、技校等教育

模式，则已经显然不能适应产业智能化发展需要，也不能满足国人对下一代出人头地的培育传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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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处于技能补充领域的社会培训产业，则面临转型压力，财会、法律、MBA等传统培训项目都是AI
势必取代的领域。

其四，年轻人的社会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变化，个人独立性提高，希望从事自由、个性化的工作。

于是，一些年轻人选择了“啃老”——享受改革开放以来前辈积累的成果，倾向自由职业，并照顾老

人。同时，结婚生育愿望大幅降低，造成老龄少子化社会态势。

（四）新产业革命召唤新型分配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新产业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生产力体系下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方

式，并通过经济增长过程、劳动力市场发出谕示，新的生产力迫切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这是因为，在排出劳动力的共性之下，新产业革命与以往历次产业革命的差异性在于总量和结构的

窄化，因而其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不能再通过市场自下而上地自发解决，而必须通过制度来自上而

下地自觉调整。

任何生产力的进步都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调整，其中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在生产过

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的调整。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所有的重大生产力进步虽

然在参与生产过程的要素选择上各有所异、各有取舍，但都会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排出劳动力的

效果。新产业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力排出的总量和结构上。

在总量上，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都是产业体系增容、扩大的过程，特定产业的技术革命往往是

大工业生产对传统手工生产的替代或者是全新生产领域的创出，也包括更高效率的机械替代如内

燃机替代蒸汽机等，这些过程一方面增加产业分支，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生产规模，因此，不仅在财富

总量上是增长的，在就业岗位上也是总量增加的；而新产业革命则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淘汰不

可持续产业、全面排出劳动力，在带来财富总量增长的同时，减少了就业岗位总量。

在结构上，已有的三次产业革命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覆盖人类社会基本需求的产业体系的初

次构建。其中，第一次产业革命为其初建过程，第二次产业革命则完成了构建其重化工业技术体系

基本框架的任务，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过增加了微电子家用消费品及办公机械等产业分支。20世纪

90年代的 IT革命，既是信息要素介入的产业体系丰富过程，也是此次新产业革命的序曲。但直到

此次新产业革命之前，这些产业技术都服从于重化工业技术所要求的大机器生产的总体逻辑，没有

产业部门间的严重技术断代现象，这使得产业技术进步期间的劳动效率提高带来的传统部门排出

的劳动力仍然有能力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到新兴产业部门。而新产业革命则不同，通识教育

下的一般劳动力很难再就业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失业的结构性调整机制不复存在。

正因如此，以往历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分配关系调整，是由市场来完成的，介由经济增长过程和

劳动力市场调整来实现，是传统部门排出劳动力、新兴产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过程，在长期上具有

社会总财富和劳动者个体财富都能增加的效应。但是，新产业革命则不同，市场的作用难以解决如

此规模巨大的劳动力排出，经济增长过程所要求的劳动力技能对于一般劳动者而言是断代式的提

升，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岗位总量和结构都力不从心。因此，新产业革命要求政府部门通过有效

的制度安排，自上而下地调整分配关系。

由此可见，新产业革命已通过经济增长过程的下行压力加大，召唤新型分配关系的出现。这不

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新产业革命涉及的国家，特别是美欧等其他主要推进国都面临的挑

战。美国已有新技术发明者预见其对劳动力排出的巨大影响，主张通过新技术盈利创建民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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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弥补劳动力最低收入差的第三次分配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之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与经济活动多样性，在总体的经济增长态势上

具有相对有利的条件，更应及早作出相关制度安排，以科学合理的税制改革约束技术暴利、以精准

方式使低收入家庭达到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以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以提

高人们的未来预期，增强市场信心，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发展服务，因

此，生产力在形成、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产品分配关系。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在现实中是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介由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在经济

增长过程中，表现为需求结构升级预期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调

整改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改善推动需求结构升级预期的循环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机制。与此同

时，技术进步直接带来劳动剥削关系的深化。

新产业革命与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不同，既有对以往工业化耗竭资源、破坏环境错误的纠正，

也有对生产过程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效率提升。它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创出新产业、提高生产

效率的同时，出现了减低自然禀赋重要性、排出劳动力、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等负向效应。

特别是在对生产关系有关键影响的劳动力排出问题上，新产业革命与以往历次产业革命不同，劳动

力雇佣的总量和结构都出现了窄化现象，使得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不能再像以往产业革命那样借

助市场自下而上地自发解决，而必须通过制度来自上而下地自觉调整。

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应及早作出相关制度安排，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建设与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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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the status of 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reform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ZHAO Ruyu1，2

（1. Institut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315211， P.  R.  China； 2. Schoo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P.  R.  China）
Abstract: Productivity determines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and its specific mechanism of ac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productivity adjusts the status of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in the distribution mode by altering their degree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Especially after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advancement of productivity gave rise to the most 
important proletarians and capitalists in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gradually deepening the 
exploitative relationship, and ultimately, the exploiters will be dispossessed.  Similarly,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ity will inevitably change the status of the 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se 
elements include not only spatially attached elements such as land and resources but also information elements 
whose influence is increasing currently, and even technological elements themselves.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ity alters the above-mentioned element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reby chang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the owners of various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statu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 
owners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product distribu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productivity determines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and via the 
labor market.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ity does not emerge out of thin air but is stimulated by th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social demand.  In the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when the expectation of demand structure upgrading 
driv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romotes the adjustment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the 
adjustment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improves the distribution mod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stribution mode promotes the expectation of demand structure upgrading, forming a mechanism of cyclical 
development and spiral upward progress.  At the same tim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irectly deepens the labor 
exploitation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labor market.  Due to the early formation of labor supply expectations, 
there are gaps between the utility and price expectations of labor demand under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labor supply expectations, which continuously deepens the explo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The general mechanism by which productivity determines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has 
undergone new changes in the current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era.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ffers from 
previous ones.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various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s higher, while 
their total quantity decreases and their status declines.  Meanwhile, the labor factor has shown a narrowing trend 
both in terms of total employment volum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This means that the way in which 
productivity adjusts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can no longer be mainly resolved spontaneously from the bottom 
up with the help of market forces as in previous industrial revolutions.  Instead, more conscious adjustments 
need to be made from the top down through the system.  With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China 
should make relev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s ear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stribution system; production relations; expect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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